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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异冶难以“求同冶
———胡风“五四冶观异于主流的歧见及其对胡风命运的影响

谢摇 刚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摇 要] 如何看待“五四冶,是审视胡风思想内质及其与左翼主流分歧的一个关键角度。
两者在“五四冶总主题的认识上并无差异,而在“五四冶领导者的认定及历史意义的阐发上却有

不同。 胡风认为:经过真切实践的鲁迅在“五四冶时期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理当居于

“五四冶领导者之列,这与权威的“鲁迅转变论冶产生龃龉;“五四冶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文学 / 文
化层面,而非政治范畴,“五四冶的反封建传统较之其反帝传统更为根本和重要。 这些独异之见

动摇了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的逻辑,是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重要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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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胡风最初走上文学之路时,与同时代许多年轻

人一样,受到“五四冶风潮极深的濡染。 在自叙传

《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印记》一文中,胡风袒露心迹,
承认“五四冶新文学对自己影响甚深。 特别是《湖畔

诗集》和王统照小说集《一叶》,时过境迁,仍使胡风

感念不已:“前者教给了我被五四运动唤醒了‘自
我爷的年轻人的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

住了的心情;后者所吐出的幻灭后的叹息,恰恰提醒

了我在生活里追求着什么的意识,使我很久地感到

无名的怅惘。冶淤这两种著作之外,胡风衷心挚爱的

是鲁迅的《呐喊》。 如果说前两者浪漫唯美的审美

风格促发了胡风诗人的气质,以及日后对美、感性以

及人道、人本主义思想的执守,后者则更进一步地锻

造了胡风作为启蒙主义文艺人士的文化品性。
胡风从“五四冶新文艺中获取的文学趣味,形成

的文艺思想、精神品格,又反过来成为后来胡风重述、
认识、想象和评价“五四冶的基点。 从 20 世纪 30 年代

初至 50 年代初的二十余年间,在其文艺随笔、文艺评

论、理论著述、演讲稿、谈话录、编辑手记,甚至 50 年

代中期以后身陷囹圄所写的思想检讨、旧体诗词中,
“五四冶始终是胡风反复谈及的重要话题。 另一方

面,在胡风毕生与之纠葛不休的左翼主流思想视阈,

“五四冶因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历史和思想文化中至关

重要的地位,也是其不断解说的对象和话语整合的重

要资源。 如此一来,如何看待“五四冶,已然成为胡风

与左翼主流分歧及冲突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后人探

识胡风思想及命运难以回避的重要角度。
一、“五四冶总主题认定的趋同

“五四冶以后,关于“五四冶运动的缘起、性质和

主题,各种身份、立场的知识分子乃至政治家各持己

见,莫衷一是。 根据周策纵的总结,这些观点大体分

为三类:其一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五
四冶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
者是一场启蒙运动冶。 其二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

和传统主义者冶,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观点,
主要认为“五四冶运动毁坏了民族传统。 其三是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的观点,认为“五四冶是一

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冶。[1]476鄄486周策纵的

概括较为全面准确,不过在第三点中应补充说明,即
毛泽东《“五四冶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对

“五四冶“反帝反封建冶的认定,并非毛泽东首创,而
是其对李大钊和瞿秋白观点的继承。 李大钊在

1924 年 5 月 1 日的《这一周》一文中首次把“五四冶
运动认定为反帝运动:“五四纪念日。 这是中国全



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

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被压迫的民

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冶 [2] 这一看法

得到了瞿秋白的响应。 他在 1925 年的《“五四冶纪

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中强调:“五四运动,一方面反

对卖国亲日的官僚和军阀———安福系曹、章、陆等,
以革命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袭击这些反动派;别方面

很明显的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要求。 于

是便把辛亥以来反动派与革命派争相‘保障外人的

生命财产尊重条约权利爷,而求帝国主义者之援助

的局面更变了,换句话说,便是把义和团失败之后之

‘尊洋主义爷的天经地义打破了。 这是五四在中国

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冶 [3]1932 年的文

章中,瞿秋白又补充了“五四冶“反封建冶一条:“‘五
四爷的遗产是什么? 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

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 是主张科学和民

权。冶 [4]至此,关于“五四冶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在

瞿秋白的阐发中已经成形。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论》只是把这一说法进行加工,使之更加鲜明和

完整。
事实上,“五四冶运动的亲历者,包括大学教员、

学生领袖、普通学生、市民、工人等,在当时并未有

“五四反帝反封建冶的认识。 在后来的追述中,胡
适、罗家伦、张太雷、张国焘、许德珩、王统照、邓颖超

等人,几乎一致认为,“五四冶运动彼时仅是一场排

日的爱国运动,并非反对各帝国主义列强。 此外,由
于诸多学者如胡适、周谷城、瞿同祖、钱穆、梁漱溟等

认为“封建社会冶仅仅是商、周时期,秦以后各王朝

并不属于封建制度,因此,“五四冶运动“反封建冶一
说亦多有争议。[5] 这些从侧面证明,“五四冶反帝反

封建的说法,乃是源于中共领导人从特定政治视野

所作的追认、重释和升华。
胡风是认同“五四反帝反封建冶一说的。 考察

胡风的著述可以发现,胡风首次使用“反帝反封建冶
一词,并将其与“五四冶联结,是在 1935 年 7 月所作

的《怎样前进一步》一文中。 胡风借讨论“白话冶与
“大众语文建设冶的关系,指出“白话冶曾起到过反帝

反封建的作用。 “白话冶显然隐示着“五四冶新文化

运动。 不久后,在《五四时代的一面影》一文中,胡
风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是从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

的冶,同时认为,“这个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

封建运动冶淤。 从时间上看,胡风的观点不可能受到

毛泽东的影响,而可能是从李大钊、瞿秋白的论述中

获得启发。 无论为何,胡风关于“五四冶运动主题的

认定,算是从此确定下来,后来再没有任何改变。 由

此可见,胡风关于“五四冶运动总主题的看法,与中共

的权威认识完全一致。 这使得胡风日后在内心深信

不疑:自身所恪守的“五四冶观,与中央的正统理解没

有本质不同。 建国后当林默涵敦促胡风从“五四冶观
上作检讨时,胡风的检讨始终不得要领而难以过关,
即导源于此。 甚至于胡风一再拒绝思想改造,积极上

书中央,批评文艺界领导人,浑然不觉地成为主流意

识形态的规训对象,其实都可以从胡风对“五四冶总
主题的自信认定中,窥见其心理根源。

二、对“五四冶领导者的认识偏差

谁是“五四冶运动领导者的问题,事关这场运动

的性质和历史意义。 因此,关于领导者的问题,与总

主题一样,也是各政治派别争论的焦点。 周策纵的

分析曾指出各型意识形态对“五四冶领导者问题的

渗透和占据,同时表明后来被中共所确定下来的表

述,确实脱不开建构的性质。[1]497鄄498 早在瞿秋白那

里,“五四冶运动是被定位在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

的,运动的领导权自然归属于资产阶级:“这一运动

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

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冶 [6]247但是瞿秋

白同时指出,这场运动也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

影响,并在其中 “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

想———共产主义冶 [6]248。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与

共产主义的思想传播造就了相应的社会群众基础,
即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得无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 显

然,瞿秋白为中共关于“五四冶领导权的权威说法奠

定了基础。 到了历史学家华岗那里,终于明确下来:
“李大钊和毛泽东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

物,鲁迅和陈独秀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代表人物,而胡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在这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是主要的领导力量。冶 [7]

起初,胡风关于“五四冶领导者的看法与瞿秋白

颇为相似。 胡风认为“五四冶运动的领导者是“市民

阶级冶,也就是资产阶级。 “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

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

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

新拓的支流。冶淤但是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冶中作了

检讨:“‘以市民为盟主爷的错误提法,……违背了毛

主席的分析,甚至和我自己对于五四运动的革命内

容的理解也自相矛盾了。冶 [8] 到了晚年,胡风仍然认

为:“这个提法犯了逻辑上的大错。 市民是指资产

阶级。 五四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但领导

这个革命的是无产阶级(盟主),而不是资产阶级。
当时,执行思想领导任务的《新青年》,在 1919 年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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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上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使中国

革命的领导思想更明确了。 同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

《药》,痛烈揭示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

原因。 同期发表了他的杂文《圣武》,欢呼俄国十月

革命的成功,称之为‘新世纪的曙光爷。 成功的原因

是因为有‘有主义的人民爷。 号召中国人民向这个

曙光‘抬起头来爷。冶 于

表面看来,这种修正趋同于中共对“五四冶的认

定,实则并非如此。 与华岗上述正统的“五四冶观相

比,修正后的胡风观点仍有一个偏差。 这个偏差主

要在于如何看待“五四冶时期鲁迅的政治身份。
如上所述,华岗认为“五四冶时期的鲁迅属于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冶,而在胡风看来,
“五四冶的鲁迅已然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

主义者,因而理所当然地居于“五四冶运动的领导者

行列。 众所周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给

予了鲁迅以无与伦比的高度评价,胡风把鲁迅纳入

“五四冶领导者之列按理说不应得咎。 然而事实恰

恰相反。 依照左翼主流的理解,鲁迅在“五四冶时期

政治上只能算是一个信仰进化论的革命民主主义

者,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战士,与共产主义者尚有距

离。 瞿秋白在《掖鲁迅杂感选集业序言》中已经定下

了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权威看法。 在瞿看来,
“鲁迅在‘五四爷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

他的基本。冶 [6]536变化是在“五卅冶前后,“正是这期

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

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

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

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冶 [6]540“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

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

士。冶 [6]546瞿秋白的鲁迅转变论为日后茅盾、郭沫若、
冯雪峰、胡绳、艾思奇、陈涌等人所沿用和演绎,成为

不容辩驳的主导结论。 左翼方面认为,鲁迅精神道

路的两个阶段是“五四冶以后两个历史时期划分的

必然反映。 1927 年以前,共产党人的革命还伴生在

国共合作的联合阵营中,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政治

力量,与此对应的文坛则处于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为主体的文学革命潮流中。 1927 年以后,国共决

裂,左翼政治势力开始新的革命历程,文学革命随即

开始向革命文学转变,后者顺势成为文坛主流。 鲁

迅的思想发展必然与上述情势同步相随。 显然,只
有把文坛领袖的鲁迅纳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冶的
时代洪流中,才能突出左翼政治的威力和左翼文艺

的魅力。 更内在的,只有把鲁迅的思想演变描述为

从低级向高级递进的发展态势,才能彰显革命现代

性的雄辩逻辑和不二法则。 从本质上说,历史分期

是左翼赋予某一历史时段以特定历史意义的必然手

段,能够突出左翼作为历史主宰力量的基本命题。
在左翼的历史观中,现代历史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以

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介入,才开始有了明确的方向、目
的和意义。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清晰地道出了划分历

史阶段的潜在意图:“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 标

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

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 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

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

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冶 [9] 分期即表征着一

种对历史事实的占据,意味着新的历史法则的诞生、
一套理解历史的方案的重构,同时也意味着对历史

无规律和无方向的否定,并对其他历史发展逻辑进

行压抑和排斥。 在历史分期这一点上,胡风固执己

见,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种分期背后的政治意识

形态诉求。 胡风认为,鲁迅经过漫长而深入的亲身

实践,从具体的生活经验、精神探索及心理体验中,
在“五四冶以前即已完成了个人主义(包括浪漫主

义、尼采学说)向共产主义的觉醒和蜕变。 “鲁迅转

变论冶不仅无视鲁迅早期的思想实际,更在促成“认
识可以脱离具体实践冶的错误论断。 由此可见,对
鲁迅的精神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描述和判断,只是

胡风意图的第一个层面,胡风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借

此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个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

抵达真理,所谓实践出真知。 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
只有实践才能使人在体验中产生认识,从而确保作

品的思想意蕴能够藉由美学方式实现有效传达。 否

则,作品的思想主题便无法深入人心,甚至思想主题

本身也可能是“泥于名而远于实冶。 胡风终身拒斥

的,在认识论上,就是脱离实践、仅凭理论习得和逻

辑推理的求知过程;在文艺创作上,就是“主观公式

主义冶和“客观主义冶的错误创作倾向。 这两者错就

错在作家放弃了“主观战斗精神冶,没有与社会现实

和创作对象进行“相生相克冶的主客观化合。 缺少

这一程序,作家深切的情感体验无法启动,而没有在

体验中熔炼出思想认识,作品的思想内涵必然流于

概念化,作家的主体姿态和人格必将随之虚伪

化———这无疑是对“五四冶精神正脉的偏离。
在政治上,胡风青年时代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始终坚信自己属于左翼革命阵营中的一员。 面对内

忧外患的现代中国,胡风与共产党人一样,把马克思

主义视为扶危济困的革命真理。 在文艺上,胡风则

完全服膺于鲁迅,视鲁迅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楷模

和导师。 在胡风心目中,政治与文艺,其实是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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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而一的存在。 在现代中国,这两者尽管诉诸不

同路径,但根本目的却没有不同,都是为了开启民

智、教化人心、移风易俗以致救亡图存。 因此,马克

思主义和鲁迅思想,是属于二元一体的同质关系。
胡风认为,青年鲁迅在上下求索的启蒙实践中,必然

与同为救国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相逢。 也只有如鲁迅

这般,经过深切摸索之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活

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将之用以救国救民。 而左

翼认为鲁迅的转变是在与左翼发生争论之后,通过

阅读蕴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才发生的,这在胡

风看来,无疑把对马克思主义接受、消化和吸收简单

化了,也否定了鲁迅前期实践和探索的重大意义。
仅从书本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往往会陷入公式主义、
本本主义的陷阱,致使革命者囿于教条,误入歧途。
在文艺上,胡风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道路与鲁

迅的文艺方向是殊途同归的。 可见,胡风把鲁迅与

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并举,同归为“五四冶领导者

行列,正是根源于胡风“鲁迅精神 =马克思主义冶的
理解。 然而,这种理解客观上却构成了胡风对主流

定见的违抗和挑战。
三、对“五四冶历史意义阐发的歧见

胡风对“五四冶的考察,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给予

了认定,将其视为由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
有工农大众加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 然

而,政治上的认同不过是胡风“五四冶观的起点抑或

背景。 由于对文艺身份的自觉认同,胡风更多地把

“五四冶纳入文化 /文学的层面来追认其历史意义。
胡风当然重视“五四冶政治意义的解读,但胡风更愿

意从文艺的角度来加以落实。 “五四冶的政治意义

与“五四冶文化 /文学史的意义往往被胡风捆绑在一

起。 胡风甚至认为“五四冶的政治意义必须从“五
四冶的文化 /文学史意义中才能彰显。 而在左翼政

治视野中,“五四冶历史意义的显现程序恰恰与胡风

相反。 “五四冶文化 /文学史意义必须在政治意义的

彰明中方能得到清晰呈现,后者实乃前者的参照系

和度量值。 如果没有后者作为定位指南,前者便会

偏离正确方向,无法确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正如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文化革命是在

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

务的。冶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
‘五四爷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

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

部分。 在‘五四爷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

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 在

‘五四爷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

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

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

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冶 [10]

“五四冶文化革命的性质、领导权归属完全取决

于它的政治属性,这就决定了其所产生的历史意义

只能在政治范畴中,同时也决定了“五四冶文化革命

的历史意义只能是“五四冶政治意义的附属和注脚。
而在胡风看来,尽管文学 /文化的意义不能完全脱开

政治意义存在,但后者是依附或者寄生在前者身上

的。 如果“五四冶新文艺传统没有得到恪守和捍卫,
那么“五四冶 的政治意义将难以延续,甚至不复

存在。
在具体检视“五四冶时,胡风往往偏开政治维度,

而单单专注于“五四冶文化 /文学史意义。 这从胡风

对“五四冶的命名即可见一斑。 胡风说:“五四运动,
一般地被称做中国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爷。冶淤胡

风在此强调从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潮的角度理解“五
四冶运动。 这一理解则使得胡风在把握“五四冶的反

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时,更侧重于强调“反封建冶的
一维。 胡风并不否认“五四冶文艺“反帝冶的一面,只
是认为“反帝冶应该凝结在“反封建冶之中,或者说,
“反封建冶是“反帝冶的前提。 如胡风所言:“借用‘人
的发现爷这一个旧的说法来形容五四的历史意义,虽
然浮泛是有些浮泛,但我想并不大错的。冶淤胡风认为

“五四冶时期写实与抒情两大文学流派与传统文学的

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都是启蒙的文学,在现代意义上发

现了“人冶的个体价值,并参与了“人冶的现代塑造。
这与文化上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中对人的

发现是相互呼应的。 显然胡风承传了鲁迅的“立人冶
学说,主张“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是举冶,在此基础上

建立“人国冶———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发展取决于人的

启蒙、自强和抗争。 胡风曾重提鲁迅那句在抗日背景

下显得刺耳的名言:“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

是日本长久。冶淤无疑旨在说明,实现民族独立若不预

先清除封建意识,便不能取得成功,这也意味着反封

建、“立人冶才是“五四冶精神和“五四冶传统的根基。
胡风说“五四冶 “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

动,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

一个大的革命冶淤。 “反帝冶在这里仅是思想文化革命

的引子、先声或触发机制,更加凸显了社会变革的内

部需求。 民族解放有赖于社会进步和个人觉醒,民族

主义必须以争取个体价值为前提才能健康发展。
因此,“五四冶更根本的传统在于反封建。 而反

封建的要求,尽管体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制度层

面,但更主要体现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内在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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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易言之,制度范畴的反封建其实也是一种变相

的观念体系的反封建。 在胡风看来,“亚细亚冶的封

建残余根深蒂固地纠结渗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

面。 不从社会意识中涤荡落后陈腐的封建观念,作
为社会存在的制度方面的革故鼎新只能是一句空

话。 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破旧立新和全面革命,其任

务最为艰巨,作用最为根本,意义也最为重大。 不论

社会矛盾如何更迭,时代形势如何剧变,反封建的社

会文化使命,决不能有一丝动摇。 反封建与文化 /文
艺立场,经历“五四冶这一阶段后,已经凝定为一个

不可拆解的统一整体。 反封建即是坚持文化 /文艺

立场,反之亦然。 胡风终其一生,与人发生的多次争

论,无不根源于对“五四冶反封建传统及文化 /文艺

本格立场的执守,而这种执守,又势必演化成对权威

政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
首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左翼文艺界内部关

于白话与大众语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胡风以间接论

辩的方式参与谈论并陈明了关于“反封建冶的主要

观点。 胡风强调,建设“大众语冶,不能盲目迎合“口
语冶,抛弃“白话冶,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比

较合用的‘白话爷,目前是抢夺文言地盘的最重要的

武器。冶“反对掉了文言就是毁掉了封建精神所寄身

的最毒的僵尸,削弱了封建势力的传播力量,使反封

建的工作容易开展,也就是反封建工作的部分胜

利。冶淤胡风意在提醒在“大众语冶建设过程中,不能

放松对文言文的批判,不能无视封建思想的借机复

活,从而偏离“五四冶传统。
其次,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胡风依循鲁迅的立

场和观点,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冶这一

口号。 这一口号与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冶的

口号相比,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特别强调了在民族危

机深重的情势下,文学既要服务社会政治目的,调动

各阶层的抗日爱国热情,也应该在此过程中坚持反

封建的启蒙立场。 胡风说:“封建意识和复古运动

都能在大众里面保存甚至助长‘亚细亚的麻木爷;对
于劳苦大众的生活欲求的阻碍,压抑,都能减少甚至

消灭他们的热情,力量;醉生梦死的特权生活,滥用

的权力,在动员和团结人民大众的活动里面都是毒

害……这一切,是帝国主义的助手,是产生汉奸的社

会地盘,是养成汉奸意识的实质条件,由这些所引起

的一切社会纠纷应该包含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

文学爷的主题里面。冶淤

胡风在这里明确指出,封建主义必然成为帝国

主义的帮凶。 帝国主义是看得见的敌人,封建主义

却是更隐蔽的元凶。 即使许多政治家都认为社会主

要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胡风依然坚持主要矛盾

存在于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内部。 因此,宣传抗战救

国、反对分裂投降固然是当时文学的重要任务,但主

要任务还应该集中于扫除封建残余,促成民众现代

意识的觉醒,如此方能取得抗战胜利。
再次,40 年代初关于文学民族形式的争论是胡

风保卫“五四冶反封建传统的一次集中体现。 胡风

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对国统区、解放区等多名

论者都作了或多或少的批评,重点是向林冰。 向认

为,在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要求中,民族形式的再造,
只能脱胎于民间形式,而不可能来自于“五四冶前后

大量涌现的西欧文学形式;只要舍弃旧有民间形式

的封建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加入新的时代和政治内

容,民间形式就会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崭新的民族

形式。 然而,胡风以为,这势必错误地认为“五四冶
新文艺不能成为民族形式,“五四冶文艺新运动是一

次全盘西化的、脱离大众的失败的文学革命。 与向

林冰略有不同,周扬、郭沫若、何其芳、罗荪企图论证

“五四冶新文学与旧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 周认为

“五四的否定传统旧形式, 正是肯定民间旧形

式冶 [11],郭认为“中国新文艺……从民间形式取其

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的

因素冶 [12],何则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是旧

文学的正当发展冶 [13]。 胡风认为这些观点模糊甚至

抹杀了“五四冶新文学彻底反对旧文学传统的姿态,
殊不可取。 胡风指出,文学的大众化,通过简单机械

的“民间形式+时代政治内容冶,必然导致双重失败:
艺术上不可能产生具有审美感染力的文学,思想上

则会导致“农民主义、民粹主义死尸的复活冶。 胡风

并不反对“五四冶新文学从民间文学和传统文艺中

汲取营养,不反对在战争的背景下进行文学的大众

化。 如何既实现大众化,又避免上述的 “双重失

败冶? 即如何在新的历史情势下,承续“五四冶新文

学传统? 胡风认为作家必须牢牢地站在现实生活的

本格立场,采用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充分发

挥主观战斗精神,理解、批判、消化和改造民间文艺

和传统文艺,写出含有“五四冶精神的大众化的文艺

作品。
最后,在 40 年代末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中,胡风

借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创作倾向的批判,
再次重申了“五四冶新文学的反封建传统,并有所发

展。 胡风对当时的统一战线作了自己的理解。 胡风

认为“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现在仅剩下了反帝,而
是以反帝来规定并保证反封建冶于。 在文艺上,“统一

战线决不是用取消现实主义的革命传统做交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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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为了在创作实践里面扩大这个传统的冶于。 显

然,胡风进一步明确了当年两个口号论争时的立场。
胡风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个契机,可以“抖去阻害民

众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

量冶于,因此,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有义务通过作品把

促动民众进步的契机变为现实。 为此,作家在创作上

应该避免“主观公式主义冶和“客观主义冶两种创作歧

途。 胡风指出,主观公式主义在战争功利的极端诉求

下,把文学创作降格为政治情绪的宣泄或政治宣传的

附庸;客观主义则“没有通过和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

想要求突入对象,进行搏斗,在作者自己的血肉的考

验里面把捉到因而创造出来综合了丰富的历史内容

的形象冶于。 两者均无法起到唤醒民众投身抗日的效

果。 胡风认为,只有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发挥

作家“主观战斗精神冶来创作,才能使民众读者获得

灵魂升华,迸发出反帝的潜在战力。 那种汉奸行为和

分裂活动,在胡风看来,完全是封建意识使然,是缺乏

启蒙主义教育的后果。 胡风关于抗战文学的这些申

述,无疑是对“五四冶文艺精神的传承与拓进。
综上,在“五四冶总主题的理解上,胡风并未“偏

离正轨冶,而在“五四冶领导者的认定以及历史意义

的阐发上却“误入歧途冶。 这一差异使胡风在“五
四冶观上无法与权威看法“求同冶,胡风受到规训与

惩罚,可谓在所难免。
注释:
淤 见胡风《胡风全集:卷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第 268、128、669、744、622、636、128、70、408 页)。
于 见胡风《胡风全集:卷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第 611-612、475、476、479、500-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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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Existed Is Difficult to Obtain Agreement: Hu Feng謖s View
on May 4 th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and Its Influence

on Hu Feng謖s Doom

XIE G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

Abstract: How to look on May 4 th is key point that surveys Hu Feng謖s thought and its divergence with Left Wing謖s main thought. Both
had no difference on cognition of main thesis of May 4 th but difference on leader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ay 4 th . Hu Feng argued
that Lu Xun had become communist through personal experience in May 4 th period and should become a leader of May 4 th . The view
had discord with authoritative conclusion about Lu Xun change. Hu Feng thought th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ay 4 th focused on
literature or culture not on political category and anti鄄feudalism was more fundamental and important than anti鄄imperialism tradition.
These unique views shook demonstrative logic of legitimacy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which led to Hu Feng謖s tragic doom.
Key words: Hu Feng; view of May 4 th; mainstream; anti鄄feudal;tragic d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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